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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图书文献土纸使用情况分析
　 ———以五家出版机构为样本

荣　 杰

摘　 要　 在实物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所见手工土纸和机制土纸的名目、外观

及品质，并对馆藏五家出版机构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年间出版的图书进行采样统计，同时结合相关史料，对抗

战时期大后方印刷用土纸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分析认为：自 １９３８ 年下半年开始，土纸在大后方

印刷出版界的使用日益广泛，１９４６ 年后土纸基本退出我国印刷出版行业。 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抗战

时期土纸文献保护利用的建议。 表 ４。 参考文献 ２５。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与利用　 印刷用纸　 土纸　 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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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从全面爆发到胜利的八年时间，是
民国出版史上一段较为特殊的时期。 这一时期，
原本集中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几经辗转，西迁到四

川、广西等大后方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桂林；同
时，成都、昆明等城市也成为重要的出版业集散

地。 受大后方地区进口纸供给量锐减和现代造

纸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影响，大后方地区骤然增

加的印刷用纸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在这种情况

下，当地土产的纸张遂成为大后方地区文化用纸

的重要来源，时人一般笼统称之为“土纸”。 由于

这种纸张与民国其他时期普遍使用的进口机制

纸在外观上有较大差异，因此这一时期出版的

“土纸书”与其他时期的出版物相比也就有着明

显的差别。 可以说，土纸书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版

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民国出版史研究、民国文献保

护研究中值得注意。 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民国图

书库工作数年，本文将在国图馆藏民国图书实物

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围绕土纸的基

本特点和土纸使用的相关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１　 土纸的基本特点

所谓“土纸”，是一个并不严谨的概念，更多

是和进口“洋纸”相对而称。 如《四川手工纸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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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中说，“在抗战前，市面所销之纸张，仍以

土纸为多，洋纸仅占十分之一左右” ［１］（１） ；莫古黎

（Ｆ Ａ Ｍａｃｌｕｒｅ）在《广东的土纸业》中也以“中国

土纸”指称国产手工纸［２］ ；再如，《申报》所登《本
港粤桂闽土纸市况》称“我国粤闽桂各省出产土

纸最为大宗，常年输出颇占重要地位，嗣因洋纸

倾销，土纸市场遂蒙极大之影响” ［３］ 。 由此可知，
时人所谓的“土纸”主要是指国内用传统原料和

传统工艺手工制造而成的纸张。 事实上，除了传

统的手工纸外，战时大后方的一些造纸厂也就地

取材，采取半手工、半机制的方式制造机制土纸。
因此，本文所指“土纸”既包括大后方生产的手工

土纸也包括就地取材所制造的机制土纸。

１ １　 手工土纸

１ １ １　 手工土纸的外观

概括而言，手工印刷纸的外观大体有如下共

同特点：（一）纸张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横纵交错的

帘纹。 （二）纸张颜色以深浅不一的黄褐色居多，
较为常见的颜色还有青灰色；此外，还有少数纸

呈绿色，如《青年与革命》（湖北省政府教育厅编，
新湖北书店经售，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出版）、《大时代中

的青年问题》（简贯三编著，青年书店（重庆）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初版）、《丁郎约三事》（许里著，生活书店

（重庆）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再版）、《国际政局的动向》（国
民出版社，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初版）。 （三）纸张表面粗

糙，可见明显的纤维状杂质，破洞、透墨现象也较

为常见。 （四）纸张厚度不一，大多数较薄，翻页时

有“粘手”之感，纸张基本没有脆化现象。
从实物看，即便同一种类的手工土纸，其外

观有时也存在差异。 比如，同为熟料纸，《行业组

织与近代思潮》（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初版）
的纸色就是黄褐色，《国史大纲》（上册） （商务印

书馆，１９４４ 年 １ 月渝一版）则为青灰色；而《战时

苏联游记》（中外出版社，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初版）一书

中黄褐色、青灰色纸张同时存在。 至于纸张的厚

度，相同种类也有差异。 比如《事务管理概要》
（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年 ７ 月初版）和《中国行政新

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年 ７ 再版）同用粉报纸，但
《事务管理概要》的纸要比《中国行政新论》的薄

得多，质量差异明显。 有时，同一本书里的纸张也

会有明显的厚薄之分，比如《非常时期过分利得

税之理论与实际》 （独立出版社，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初

版，生料纸）即是如此。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

要是手工土纸的生产工艺标准化程度比较低，导
致产品质量不够稳定。
１ １ ２　 手工土纸的名目及品质

传统手工土纸的名目非常繁多。 １９４３ 年出

版的《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中列举的四川夹

江、梁山、铜梁、广安地区出产的可用于印刷的纸

张名目，就有十余种之多（土报纸、粉报纸、土新

闻纸、新闻纸、大对方、小对方、贡川、勾连、漂白元

边、书连、罗表、花坯、漂粉、本旨、夹江、毛边、报
纸） ［１］（ ２５，６１，１０３－１０４，１３２－１３３） 。 但是，大部分“土纸书”
上是不注明所用纸张的具体名目的，因此无法对

不同种类纸张进行比较。 好在少数出版机构（如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许是出于销售管理的

需要，会在出版物上注明所用纸张名目，这为比较

不同种类纸张的品质差异提供了一些样本。 兹将

所见名目罗列如下：熟料纸、生料纸、浏阳纸、粉报

纸、夹江白报纸、重纸（江西重纸）、漂白纸、上白

土报纸、改良纸。
不同名目的手工土纸的品质有所差异。 这

种差异的比较，可以通过图书价格来体现，一些

图书采用两种手工土纸印制，价格的高低差异自

然也反映出所用手工土纸张的品质高下，见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类型手工土纸图书售价对比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机构 用纸及价格对比

《巴黎的陷落》 １９４５ １０ 正中书局 浏阳纸 ４ ２ 元 熟料纸 ３ ５ 元

《战后问题论文集（第四集）》 １９４５ ２ 独立出版社 浏阳纸本定价 ４ ５ 元 熟料纸本定价 ３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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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机构 用纸及价格对比

《哥隆克人》 １９４４ ９ 文风书局 生料纸 １２０ 元 熟料纸 １８０ 元

《从叔本华到尼采》 １９４４ ５ 在创出版社 生土纸 ７５ 元 熟料纸 １００ 元

《朱执信文存》 １９４４ １１ 中国文化服务社 生料纸本国币定价 ３ ８ 元 熟料纸本国币定价 ５ 元

《西行乱唱》 １９４３ １０ 五十年代出版社 土纸国币 １２ 元 浏阳纸国币 ２４ 元

《法律概论》 １９４４ １２ 大东书局 生料纸本定价国币 ３ 元 熟料纸本定价国币 ４ 元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１９４３ １２ 中国文化服务社 生料纸本国币 １００ 元 熟料纸本国币 １３０ 元

《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 １９４４ ３ 中国文化服务社 土纸本国币 ２０ 元 熟料纸本国币 ３０ 元

　 　 由表 １ 内容可见，不同手工土纸的价格由高

到低排序依次为：浏阳纸、熟料纸、生料纸。 根据

笔者对一定数量实物的观察，这个排序也正好是

三种纸品质由高到低的排序。 从所见实物看，江
西以及广东曲江印刷的图书所用纸张，或者江西

所产纸张（江西纸 ／江西重纸），虽薄但韧性好、纸
浆分布均匀、杂质较少、罕见孔洞、手感细腻，品质

通常优于川版图书纸张。

１ ２　 机制土纸

实物所见，机制土纸的共同特点主要有：

（一）纸张表面大多较为粗糙，可见较为明显的点

状或纤维状杂质；（二） 没有横纵交错的帘纹；
（三）比手工土纸厚且硬。 所见标有具体名目的

机制土纸有：龙章新闻纸（如《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二册》，南方印书馆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出版）、正中机

制纸（如《出版法规汇编》，正中书局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初版）、溥泉纸（如《铁路工程·上》，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初版），以及黔元纸（如《中国通史·
第一册》，贵阳文通书局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初版）。 龙章

新闻纸颜色较为洁白（接近进口新闻纸颜色），正

中机制纸、黔元纸为黄褐色，溥泉纸为青灰色。 龙

章新闻纸品质最好，与进口机制纸相差无几；其

他几种纸品质相当，较龙章新闻纸品质相差不少。
从笔者工作经验和实物统计看，抗战时期大

后方绝大部分图书采用手工土纸印刷，机制土纸

图书所占比例十分有限。 这一情况也可以从史

料中得到印证。 根据《中国近代造纸工业》一书

和《后方造纸业概况》一文所列举的战时大后方

具备规模的造纸厂仅有 １４ 家，且分布不均：四川

境内 ９ 家，江西 ２ 家，湖南、贵州、云南各 １ 家［４］ 。
另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从 １９３９ 到 １９４５ 年，大
后方地区机制土纸产量最高的年份（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也不过每年 ４２００ 余吨；１９３８ 年到 １９４０ 年，每
年不足千吨；１９４３ 到 １９４５ 年各年产量都在 ３０００
余吨［４］（２０７） 。 四川 １９４３ 年手工土纸产量已达

２１０００ 余吨［４］（２１６） ，比较而言，整个大后方地区的

机制土纸最高年产量仅及其两成。

２　 土纸大量使用的主要原因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由于进口纸张大量低

价倾销，且无论品质还是价格均优于手工土纸，致
使手工土纸逐渐退出文化用纸领域，基本只限于

迷信用纸。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战时的特殊历史

条件下，手工土纸又成为大后方文化用纸的重要

来源［１］（１６） 。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首要

原因当然是西南地区成为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文化用纸的需求陡然猛增，而同时纸张的供给能

力却严重不足，具体表述如下。
首先，进口机制纸的供给逐步减少。 自清末

至民国初年，手工土纸逐渐为机制纸所取代，以新

闻纸（白报纸）、道林纸为代表的机制纸成为使用

最为广泛的印刷纸，而这些印刷纸绝大部分依赖

进口［５］ 。 由于世界主要造纸国的大量倾销，国内

印刷纸的供给总体上比较平稳。 但是到了 １９３６
年，机制纸的进口量已经出现大幅下降。 究其原

因，一是原本大量进口中国市场的加拿大印刷用

纸被日本包定半年， “大部份充制造军需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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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美国所产机制纸“当无法再运亚洲推

销”；此外，“欧洲所产报纸，自木浆采作军用之

后，纸张产量亦因而减少，目前欧洲自身对报纸

已大感缺乏” ［６］ 。 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和欧洲局势

日益紧张，能够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的纸张量日渐

减少，且价格不断飞涨。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
大后方地区的进口纸供给几近断绝。

其次，交通阻隔。 西南地区的交通本不发达，
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物资向该地区抢运，加之

多个交通枢纽地区相继陷落，使得交通运输异常

困难。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申报》报道称：“内地各

省需用洋纸尚须由本港（即指香港）输入广州、武
汉，然后分销于各省市镇间，无形中造成本港洋

纸行一绝大机会，年余间营业之开展猛进为向所

罕睹，获利之优厚亦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自×

人南侵，广州武汉复相继放弃，而本港洋纸行之

货物推销路线惨遭中断。” ［７］ 即便有大宗货源，内
地也只能“望纸兴叹”，交通梗阻，助纣内地“纸
荒”，此即一例。 同时，印刷纸是抢运的重要物资

之一，由于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基本采用陆路和

水路运输，这就更增加了运输的难度和成本；而
日寇轰炸、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所运纸张被付

之一炬或葬身江心的事也并不鲜见。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中华书局广州分局由粵汉路转运汉口办

事处书货二千一百余件，中途被炸，损失八百七

十二包。 另有汉口办事处先后三次转运重庆分

局书货，搁置宜昌，无轮船装运。 由渝局派人前往

雇民船起运，途经万县时一船沉没，装书五百余

包，又派员去万县雇工摊晒，损失四成。” ［８］ 从这

条记载，不难推测抢运物资的艰难和损失之巨。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地区出产的土纸就成

为替代进口机制纸的现实选择。 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记载，战前“报纸及新

式印刷所用之纸”主要为“洋纸”；抗战以后，“以
书写及印刷用之土报纸需要增加，出品供不应

求” ［１］（１） 。 据记载，“抗战暴动以后，随着战局的

扩大，沿海商埠的沦陷，舶来品的洋纸来源被遮

断了，于是横江纸推销市场更获得了新的广大的

出路”“加料加工制造的重纸的品质非常适宜于

新式印刷品印刷机之用” “每月的推销额差不多

是加速度的几何级数的增大” ［９］ 。

３　 抽样分析与统计结果

为了能比较详细地说明当时土纸的使用情

况，笔者从国家图书馆所藏战时大后方地区的五

家出版机构所刊印图书中，随机抽取出一定数量

的样本进行统计，同时结合有关史料，对土纸的使

用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３ １　 出版机构的选取

笔者选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
生活书店、独立出版社（全面抗战爆发前，前四家

总部设在上海，独立出版社设在南京）作为抽样

对象。 理由如下：
首先，出版机构规模。 五家出版机构中，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的两大

巨头，无论资金规模、雇员数量、经营范围，还是出

版物数量都是其他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所望尘莫及

的。 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的规模，按照当时的标

准基本算作中等书局。 而独立出版社则算是小书

局。 其次，出版机构类型。 从出版范畴看，商务印

书馆和中华书局都属于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物

涉及各个领域。 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则更多侧重

于文艺类和社科类书籍的出版。 独立出版社大体

以政治宣传性著作和文史著作居多。 五家书局除

了出版图书外，均从事期刊发行工作。 从书局的

资本背景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都是

民营书店，资金主要依靠社会募集，采取股份制的

经营模式。 生活书店也属于民营书店，但未采取

股份制经营模式。 独立出版社系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举办，是当时主要的“官办书局”之一。 第

三，造货布局。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

和生活书店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组织管理中枢和

编辑发行机关西迁，同时将上海、香港作为主要的

造货基地，后因战事所迫才将造货基地转移到大

后方地区。 独立出版社则主要选择在大后方地区

安排造货。
一方面，出版机构规模、资本实力和背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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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货布局都是影响出版物用纸的重要因素，这
五家出版机构在这些因素方面都有其特点，因此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部分

土纸书上不会标注所用纸张的具体名目，而这五

家出版机构，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不

少书上都明确标注了所用纸张的名目。 这对于

对比分析土纸的外观特性和品质优劣具有很重

要的价值。

３ ２　 抽样时间段的确定

本文将抽样时间范围定为 １９３７ 年底到 １９４６
年底。 原因如下：上海出版业的西迁大体是从

１９３７ 年下半年开始的，该时间点可以作为出版业

西迁的起始点；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战胜利后，大后方

地区的出版业开始陆续着手复员东迁，但是大多

数是在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才完全返回上海，这个时

间点可以作为大后方出版业中心角色的结束

时点。

３ ３　 调研结果

本次抽样共得到抽样时间范围内五家书局

的图书 １１５７ 册（含不同版次）。 其中，商务印书

馆图书 ３１６ 册，中华书局图书 ２３８ 册，开明书店图

书 ９８ 册，生活书店图书 １４９ 册，独立出版社图书

３５６ 册，见表 ２ 所示。

表 ２　 五家出版机构图书抽样数量及比例

出版机构 样本数量（册） 所占比例

商务印书馆 ３１６ ２７ ３％

中华书局 ２３８ ２０ ６％

开明书店 ９８ ８ ５％

生活书店 １４９ １２ ９％

独立出版社 ３５６ ３０ ７％

合计 １１５７ １００％

各书局抽样图书的用纸类型及相应时间分

布见表 ３。

表 ３　 五家出版机构抽样图书用纸情况及相应时间分布

出版机构 用纸类型 时间分布 样本数量

商务印书馆

进口机制纸

土纸

白报纸 １９３８ ５—１９４１ ９ １６

道林纸 １９３８ ２—１９３８ ４ ３

熟料纸 １９４３ １—１９４６ ９ １４０

手工纸（渝版） １９４２ ４—１９４６ ６ ４０

粉报纸 １９４２ １０—１９４３ ８ ３８

其他土纸 １９４２ ３—１９４５ ６ １６

浏阳纸 １９４２ １１—１９４６ ８ １６

连史纸 １９４３ １１ １

手工纸（赣版） １９４２ １２—１９４４ ２ ７

土报纸 １９４３ ７—１９４５ ４ ３

夹江白报纸 １９４６ １０ １

机制纸（机制） １９４２ ３—１９４２ ５ ２

溥泉纸（机制） １９４５ １０—１９４６ １２ ３３

８０１

２ ０ １ ９  ３

总第１２３期



续表

出版机构 用纸类型 时间分布 样本数量

中华书局

进口机制纸

土纸

白报纸

道林纸

漂白纸

江西纸 ／ 江西重纸

其他土纸

浏阳纸

横江纸

１９３８ ８—１９４１ ９ １０９

１９４５ １０—１９４５ １２ ５

出版时间不详 ２

１９３９ ９—１９４１ ６ ３０

１９４５ １０ １

１９４３ １２—１９４５ ５ ５３

１９４３ ８—１９４５ １０ ２０

１９４３ １２—１９４５ ５ １３

１９４３ ４—１９４５ １１ ３

１９４４ ５ ２

开明书店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土纸 土纸

１９３８ ２—１９４１ １０ 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２—１９４６ １ ５８

出版时间不详 １

生活书店

进口机制纸

土纸

白报纸 １９３７ １１—１９４０ ３ ８７

土纸 １９３８ ９—１９４３ １０ ５７

绿土纸 １９４０ ３ ３

独立出版社

进口机制纸

土纸

白报纸

道林纸

其他土纸

熟料纸

绿土纸

浏阳纸

生料纸

溥泉纸（机制）

土报纸（机制）

机制土纸（机制）

１９３８ １—１９３９ ５ ３９

１９４５ ９—１９４６ １１ ６

１９４１ ３ １

１９３８ ４—１９４５ １２ ２６３

１９４４ ３—１９４５ １１ １６

１９４０ ２—１９４２ ７ １５

１９４４ ９—１９４６ １ ９

１９４４ ９—１９４４ １２ ３

１９４４ ９ ２

１９４４ ２ １

１９４４ ４ １

　 　 由表 ３ 可知，在 １１５７ 册抽样图书中，使用进

口机制纸和国内本地产土纸的数量分别为 ３３７ 册

和 ８２０ 册，占比分别为 ２９ １％和 ７０ ９％。 可见，土
纸图书在大后方地区文献中占了绝大多数。 该

调研结果和笔者在民国图书库房的实际工作经

验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当时不少国民政府和国

民党“中央机构”的官方文献也以土纸印刷为主，
如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南岳干训班编印的《领袖言行》、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

的《领袖对青年之教训之立志为学与服务》《中国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原文》、１９３９ 年 ９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

印的《青年救国之路》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当时土纸使用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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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土纸文献的登场与退出
在此，笔者利用调研分析结果，对土纸文献

集中出现的时间范围做一初步划分。

４ １　 土纸文献的登场

从上述统计可知，五家书局用纸变化的时间

历程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五家出版机构图书用纸变动时间对照

出版机构
进口机制纸（新闻纸、
道林纸）图书时间范围

各类土纸图书

时间范围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８ ２—１９４１ ９ １９４２ ３—１９４６ １２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８ ８—１９４１ ９

１９４５ １０—１９４５ １２
１９４３ ４—１９４５ １１

开明书店 １９３７ １１—１９４０ ３ １９３８ ９—１９４３ １０

生活书店 １９３７ １１—１９４０ ３ １９３８ ９—１９４３ １０

独立出版社
１９３８ １—１９３９ ５
１９４５ ９—１９４６ １１

１９３８ ４—１９４６ １

由表 ４ 可见，早在 １９３８ 年，开明书店、生活书

店、独立出版社所出图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土纸

书，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出图书中则分别

到 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３ 年才出现土纸书。 这些时间点

上的差异绝非偶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梳理出

大量利用土纸印刷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一：１９３８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３９ 年初。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作为出版业重要据点的长沙发生

“文夕大火”，出版界损失惨重，仓皇西撤，目的地

主要为重庆和桂林。 且此前已有撤进重庆、桂林

的出版机构，两地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战时出版

中心。 当时两地的进口纸供给已经十分吃紧，桂

林“白报纸奇缺” ［１０］（５４） ；而重庆新闻纸价格一路

暴涨，２ 月间每令十七元［１１］（２９） ，到了 ９ 月“每令最

高价竟达廿余元” ［１１］（２００） ，到了 １１ 月前后，“涨至

四五十元” ［１１］（２７１） ，令不少书局不堪重负。 于是土

纸开始逐渐取代洋纸。 独立出版社于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迁至重庆，到了 ４ 月就使用了土纸印刷［１２］（３３９） 。

而到了 １２ 月，更是直接宣布今后改用土纸出版：
“本社迁渝续刊，因战区日广，内地交通渐行阻

隔，报纸来源几濒于绝，纸价渐飞涨，兹为提倡国

产，减低成本，节省读者经济负担起见，自十二月

起，改用四川土纸印刷，想亦为读者所乐闻。” ［１３］

生活书店则决定“移渝出之各种什志及新书、重
版书，均改用土纸” ［１１］（２００） 。 １９３８ 年底，开明书店

在桂林设立总办事处［１４］（１３３） 。 据唐锡光《开明的

历程》一文回忆，１９３９ 年，开明书店利用上海运来

的纸型在桂林用土纸印书，“成为战时内地土纸

印书的滥觞” ［１５］ 。 唐先生的回忆似不甚确切，至
少独立出版社就比开明书店更早用了土纸印书，
不过若以唐先生的回忆反推，可能开明用土纸印

书在桂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 至于用土纸印书的

“发明权”该给谁，目前尚未看到确切的记载。 类

似的记载，还有一些。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９ 日《申报》载
文称“重庆报纸仍有十家以上，新闻来处皆出一

源，加以纸张油墨价格飞涨，多数已用土纸印

刷。” ［１６］８ 月 ７ 日又报道称，因重庆大空袭而停刊

报纸准备恢复出版，“惟因进口纸张售价过昂，故
各报此后均不用新闻纸，而改用本国出产之土

纸” ［１７］ 。 除了西南几省外，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版

物也相继采用土纸印刷。 据《申报》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的报道，西安等地采用土纸印刷报纸，并称赞此举

减少国家资金外溢，“确实是个可喜现象” ［１８］ 。
同年 ７ 月 １１ 日的《申报》报道称，浙江省战时教

育文化事业委员会曾先后召集全省刊物主编及

金华区刊物主编，讨论各报各刊物采用土纸问题，
该会还以淡色土纸试印《老百姓》旬刊数期，结果

颇称满意；又据该文报道，浙省东南日报、正报、决
胜印刷所等均已自七月一日起采用土纸，其他各

地书店、杂志社等，亦均纷纷响应，或已改用土

纸［１９］ 。 从这些记载可以大体认定，１９３８ 年下半

年起，大后方出版物已经逐步采用土纸印刷。
时间节点二：１９４２ 年。 上海沦陷后，日军并

未进入租界区。 成为战时孤岛的租界区印刷设备

齐全、纸张供给相对充足；同时由于印刷厂客源不

足，低价揽客，印刷成本亦较为低廉。 这些因素使

不少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出版机构将租界作为

重要的造货基地。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华书局将其

上海印刷厂更改为美商永宁公司，“那时上海已

经沦陷，华人在租界办的企业，挂外商牌子，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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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 ［２０］ 。 从实物看，这一时期

中华书局图书版权页印刷所一栏，基本上标注为

“美商永宁公司”。 生活书店上海分店改称远东

图书公司，计划利用当地优越的印刷条件继续出

版大量书籍［１０］（１４６） ；但由于时局变化和政治形势

影响，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上海印制的主要是

大部头学术著作和文艺名著［２１］ 。
除上海外，香港也因交通便利、纸张供应充

足和印刷机构众多而成为重要的造货基地。 商

务印书馆在香港本就设有工厂，上海沦陷后，香
港就成为该馆重要的造货基地，“自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恢复出版新书，到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除了

出版许多战前尚未出齐的大部丛书外，每日至少

还能 维 持 一 种 新 书 之 出 版， 而 没 有 一 日 间

断。” ［１４］（６２）中华书局在香港也设有工厂，负责内

地课本的造货，“依靠港厂这条路子使大后方的

课本供应仍无虞匮乏” ［１０］（９１） ，至于其他出版物则

印刷不多［１４］（６２） 。 生活书店也于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在香

港成立分店，在香港印刷书刊，供应内地［１４］（６３） 。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上海、

香港两个重要造货基地同时丧失。 商务印书馆

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并在重庆、成都、江西赣县

和湖南邵阳四地设厂造货。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起，在重

庆继续出版新书［２２］（２２９） 。 这也就说明了抽样统计

中商务印书馆土纸书自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始的原因。
中华书局于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在重庆成立总管理

处［２２］（１０７） ，在赣、蓉、桂、渝所印课本［２２］（１１０） 。 １９４３

年继续出版新书，当年出版新书 ４７ 种［２２］（１１５） 。 中

华书局的样本土纸书最早为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正与史

料相互印证。 香港、上海两个造货基地的丧失，使
西南地区几乎成为大后方唯一的纸张供应地，无
论书报刊都只能以土纸印刷。

总而言之，从尝试用土纸出版，到土纸全面

“占领”出版界，大体经历了四个年头。

４ ２　 土纸文献的退出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日战争胜利。 国外进口纸张

逐步恢复，土纸使用亦随之减少。 据文化生活出

版社同仁回忆，“１９４５ 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各行

各业以及个人都忙于筹划复员，重返故里，土纸书

的销路大成问题，业务几乎陷于停顿” ［１０］（２４５） ；耕
耘出版社也有类似遭遇，“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日战争

胜利，白报纸的图书、期刊很快运到重庆，土纸本

图书一下子失去市场。 ‘耕耘’在重庆印的一批

土纸图书，最后只得称斤当废纸出售” ［１０］（３２９） 。 由

此可知，土纸退出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１９４６ 年

底，各家出版机构基本完成了复员东迁的工作，上
海重新成为出版中心。 出版物的“土纸时代”也

就基本终结。 不过由于战后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

化，加之国民政府将印刷纸作为统治物资加以管

制，纸价暴涨，进口机制纸经常是有价无市。 西南

地区出版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在

使用土纸印刷。 例如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间在重庆出版

的《大公报》除了新闻纸（白报纸）之外，同时还用

嘉乐纸、生料纸、熟料纸等土纸印刷［２３］ 。

５　 土纸文献保护利用的若干建议

土纸文献是民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

其产生于特殊时期，土纸文献承载了特殊的历史

信息，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比如，土纸

文献中包含了大量抗战文献，是研究抗战时期大

后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手资

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从出版文化角度

来看，土纸文献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因

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土纸文献的装帧排

版较之战前文献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抗战时期大

后方地区的出版模式也因战时环境和交通限制

有了较大变化，从战前的集中造货改为分区造货，
因而土纸文献是研究民国时期出版文化史、书籍

史的重要资料。 由此，加强对土纸文献的保护应

当成为民国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此，对
土纸文献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５ １　 依托既有成果，对土纸文献存藏情况

进行摸底
　 　 土纸文献的时间、地域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建
议文化主管部门或学会组织充分利用《民国时期

总书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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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建立的“民国时期文献联合

目录”等，对主要图书馆土纸文献的存藏情况进

行系统梳理，并以适当形式对摸底成果予以发

布。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对各个图书馆土

纸文献的破损情况一并摸底，以便于下一步的保

护工作。

５ ２　 开展土纸文献保护策略研究

土纸文献相对于其他机制纸文献而言，纸张

老化程度较轻，纸张机械性能普遍优于其他机械

纸。 据南京图书馆的抽样测定，目前手工土纸图

书 ｐｈ 均值为 ５ ４３６，高于机制纸图书近两个

点［２４］ 。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土纸出现普遍性

老化只是时间问题，应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一

是建立土纸理化特性数据库。 大后方地区所产

手工土纸的生产工艺虽然基本沿用古法，但是当

时曾经在四川等地开展过改良工作，对造纸原

料、生产工艺进行调整优化，以期提高生产率。 机

制土纸的原料大多也是就地取材，经过改良后才

采用机械化方式加工。 因此，土纸的成分构成有

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建议针对不同产地、
不同名目的土纸开展理化特性分析，为今后的保

护工作提供基本依据。 二是加强对土纸文献的

油墨理化特性的研究。 土纸文献的油墨多是就

地取材用土法制造而成，其化学稳定性直接关系

到文献寿命。 建议对油墨的理化特性加以分析

研究。 三是针对土纸脱酸修复策略开展研究。 土

纸文献数量大，开展脱酸和相应修复是一项较为

复杂和长期的工程。 建议根据文献的历史价值、
损毁程度、纸张理化特性、复本量等因素，统筹考

虑，研究制定出较为合理的脱酸和修复策略。

５ ３　 开展土纸文献整理

大后方地区的土纸文献中除了由出版机构

出版的文献之外，还有不少属于政府机关、社会

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刊行的文献，这些文献中也

包含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目前由于缺少索引工

具，利用不便。 建议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

框架下，相关藏书机构、图书馆等联合起来，进一

步加大文献整理力度，采取影印出版、数字化发

布、专题目录索引编制、专题文献汇编等方式，不
断挖掘文献价值，方便读者利用。

５ ４　 开展相关出版文化史研究

“造纸业与制书业，彼此总是有着密切关

系。” ［２５］在抗战大后方的特殊环境下，土纸的生产

供给对出版业有着直接影响。 例如出版机构在选

择造货基地时必须考虑土纸供给的便利程度，而
土纸的品质又影响了图书装帧的风格，纸价的波

动还是出版物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 同时，出版

业的西迁也对大后方的土纸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纸业的发展。 以

四川为例，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４３ 年相比，四川省手工纸

年产量增长 ５０００ 余吨，增幅达到 ３１ ２５％ ［６］ （２１６） 。
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手工纸业在出版业的带动下

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还带

动了手工纸的技术改良。 总之，在战时大后方的

特殊环境下，土纸业与出版业之间建立了紧密而

复杂的关系，考察这一特殊时期两者之间的互动，
对于民国时期出版文化史研究是有其独特价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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